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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人的劳动强度问题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企业迅速发展而日显突出。对此，我们必须

清楚地认识这样的事实：超时加班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甚至某些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也卷入了

超时劳动的浪潮中。[1]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于2019年 4月28日发布的《安全和健康处于未来工作的中

心: 构建在百年经验之上》，世界上大约36%的劳动力人口工作时间过长，每周超过48小时。[2]我国也存

在某种程度的“超时加班”问题。根据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7

年报告》，2016年我国部分劳动者每周及上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4.73小时和44.04小时，工作时

间为50小时或超过50小时的比例超过四成（按国际标准，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属于“过度劳动”）。

每月及上月工作时间为 29天或 29天以上的比例皆超过三成（分别为 33.16%，30.85%），超过一半

（51.20%）的劳动者上一年工作12个月。可见，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

略高于同期的国际平均水平。从长期来看，较长的劳动时间既不利于我国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

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因此，尽管超时劳动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

但仍值得重视，要努力在现有的发展阶段适当降低劳动时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已经意识

到了超时劳动这个问题，“健康中国战略”[3]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4]的政策出台，有望为解决我国部分

地区和企业存在的劳动强度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研究劳动强度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把看待劳动强度的视野从

经过19世纪的“革命世纪”，超时劳动在20世纪初露端倪后，在21世纪席卷众多国家，包括以

高福利著称的北欧。超时劳动的现象普遍性和问题严重性迫切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有

的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不能区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

论蕴涵着深刻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榨取思想。本文首次系统地整合了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

并通过对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回归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建模思

路。把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构建纳入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模型，有望探

索出与适度劳动强度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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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个体和企业转向宏观经济增长层面时，尤为明显。从中国经济崛起到“中国奇迹”[5],国外学者总体

上认同这个事实。但他们普遍倾向于把中国经济增长视为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超时劳动”基础上的

“粗放型增长模式”之上。[6-7]“逐底竞争”论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主要源自廉价劳

动力，这迫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降低劳动报酬、劳动条件来维持竞争力，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工人

贫困和不发展。[8]实际上，“粗放型增长模式”论和“逐底竞争”论并没有量化中国的劳动强度，更没有严

谨地评估劳动强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变动趋势。从这个意义上看，识别劳动强度对我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既是探索适度的劳动强度与经济增长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客观需要，也有助于“讲好

中国故事”，澄清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原动力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劳动强

度理论作为支撑。

一、文献述评
回顾现有关于超时加班和过度劳动的研究文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强度研究就呈现出明显

的多学科融合的趋势。[9]其中，（劳工）社会学文献为主，这方面的经济学文献近年来开始涌现。整体来

看，劳动强度的经济学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为主[10-11]，其核心思想是工人可以按照效

用最大化原则根据不同的工资率来灵活地自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12]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

动供给理论与现实并不吻合。经验证据显示，劳动者并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预设的自主选

择的自由，而是在劳动市场上选择已经被用人单位设定好的劳动时间-工资率组合对应的工作岗位。[13]工

人是否会长时间工作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是取决于其个人偏好，而更多是受政策和集体社会经济制度

的指导。[14-15]从理论上看，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假设了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和成

本函数中的劳动是相同的，从而实现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之间的交汇贯通。而事实上，生产函数中的劳

动是劳动力实际完成的劳动量，与成本函数中的劳动并不相同，后者则是雇主向劳动力购买的劳动时

间。[16]鉴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解释力不足，研究劳动强度的社会学文献更倾向于使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劳动过程理论，[17-21]以及布雷弗曼的工人去技能化的劳动控制理论和布

若威的“制造同意”的劳动主体性理论。[22-23]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相比，从劳动过程理论视角研究劳动强度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也

更加符合现实，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相当有限的。坚持劳动过程理论视角的学者其实犯了和遵循

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学者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把“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混淆或者等同，认

为“过度劳动时间”就是“过度劳动”。[24-25]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和“劳动支

出”是不同的概念。在生产过程中，雇主雇用劳动力投入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劳动榨取的过程。[26]在特定

劳动时间内，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家会“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

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缩短了的工作日才能达到的程度”。[27]472

把“劳动时间”等同于“劳动强度”相当于假设了劳动消耗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是匀质的或者同质的，这显

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即使是量化研究的需要，用“劳动时间”度量“劳动强度”也存在较大的测量偏误，这

种错误无异于鲍尔斯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家购买的劳动（成本函数中的劳动）等同于工人在生产

中实际投入的劳动（生产函数中的劳动）。究其原因，现有文献在理论上只注意到了整体上的劳动过程

理论，忽视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内涵的劳动强度理论和劳动榨取思想。①

①一个例外是个别研究分税制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其实注意到了每个经济个体的劳动能力是私有信息，因而实际的劳动支出
（强度）并不能直接被观测到。这里面就蕴含了劳动榨取的思想，但其并没有进一步打开劳动能力这个黑箱，因而无法揭示作为过程的
劳动榨取，参见Golosov et al.的研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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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从理论层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对劳动强度理论的发展，旨在为今后的劳动强度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提供一个理论视角上的备选。与

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

劳动供给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劳动过程理论出发，本文则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的劳动

过程理论内涵的劳动榨取思想，阐释了一个系统的劳动强度理论，从而为深入地研究劳动强度提供了

新的理论视角。第二，现有关于过度劳动的综述性评论，[15][25][29][30]要么是经验研究的汇总，要么是社会

学视角的个体、组织、制度层面的归因，缺少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审视，更重要的是

它们混淆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以劳动时间的多少度量劳动强度，忽视了劳动消耗在时间和空间中

存在的异质性。本文阐释的劳动强度理论则明确地区分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支

出）两个概念。第三，本文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为劳动强度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一种测算劳动强度

的新方法。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测度劳动强度：一是肖尔在宏观经济设定下利用劳动强度的实

际测量情况对生产过程进行的研究，是一种直接测度方法；[31]二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

和韦斯科普夫构造的间接测度方法，[32-33]主要适用于微观企业层面，即把劳动强度设定为预期失业损

失、监督劳动与生产性劳动之比、由于偷懒被解雇的可能性等因素的函数。直接法受限于实验条件，间

接法的应用范围更广。

文章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释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第三部分以新古典经济学

的效率工资理论为参照，评述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进展，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批判分析，提出了

回归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建模的思路；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展望。

二、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强度是一个关键概念。马克思把商品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

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34]300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强度和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产生关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

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7]52社会平均劳动强度为（单个）企业提供了一个参

照系，[35]不过，该参照系于资本家来说仅是一个最低阈值。“资本家力图把劳动强度尽可能提高到最低

限量以上，并且力图在一定时间内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因为超过平均强度的任何劳动强

度都会给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36]466简言之，马克思所说“提高劳动强度”，特指企业的劳动强度超

过了社会正常的平均劳动强度。[37]而劳动强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可以通过价值形式的剩余价值率s揭

示，即s=(e-w)/w。其中，e表示工人付出的劳动，w表示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剩余价值率s，既可以在

w不变的条件下提高e，也可以在e不变的条件下减少w，前者对应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对应的

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①不过，这种划分属于纯理论意义上的，在现实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通常是共存的，而不是相互分割的。[41]“当法律使资本不能永远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

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

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27]480但是，资本家通过把劳动强度提高到

社会平均水平以上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具有时效性，当“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

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27]600在马克思的研究视

阈中，劳动强度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国别性。“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

①关于劳动强度提高带来的剩余价值归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界存有争议，可参考洪远朋[38]，
黎小波、陈秀山[39],石启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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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上的应用有所变化”。[27]600“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

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27]645

关于劳动强度，马克思首先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即“劳动的浓缩”或者“这样一种现象：由于社

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强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在某一特殊生产领域达到异常的程度并

成为劳动的完全固定的特征,以致一个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等于一个比较松弛的劳动小时+X”。[42]44-45

而后，马克思对这个定义做了进一步地补充：“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

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缩短了的工作日才能达到的程度”。[27]472

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

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

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

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27]599+645正是劳动强度增加了计量劳动时间的尺度，“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

有它的密度”。[27]472马克思把劳动的持续时间看作是劳动的“外延量”，把劳动强度看作是劳动的“密

度”，后者有时也称为劳动的“速度”或“内含量”。[40]

资本家之所以能灵活地把劳动的“密度”转化为劳动的“外延量”，是因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劳

动力成为商品后，“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

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27]204资本在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后，就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

的合法的自由支配权。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

（资本家——引者注）来鞣”。[27]205“资本家在劳动过程的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量延长劳动过程的长

度，在劳动过程的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可能提高劳动过程的强度。资本家强制工人把自己的正常

劳动强度提高到尽可能高的程度；而且，资本家强制工人尽可能把自己的劳动过程延长到超过补偿工

资所必要的时间以上”。[36]466-467但是，劳动力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其具有主体性。“工人作为这个过

程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这是奴役过程”。[36]469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抗拒和

不满直接影响其劳动的努力程度，从而给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榨取带来了不确定性。为减弱

这种不确定性，资本家通过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挖掘工人对资本的适应性和其劳动的潜力。总的

来说，资本家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达到这个目标。第一，通过技术创新，引入新的机器设备。“不延长工作

日,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

实现的,从而使得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43]378第二，通过组织创新，加强

对工人的监督。“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必须在实际生产中执行相应的职能，而其活

动实际上获得了特殊的多样的内容”。[36]469资本家不仅从生产流程设计上防止工人“磨洋工”，还通过监

督活动发挥“解雇”的威胁震慑作用。

三、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进展
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强度的研究进展不大，这与劳动过程的研究进展有关。马

克思之后的劳动过程研究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直到布雷弗曼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问世，劳动过程

研究才得以复兴。[44]但是，就劳动强度的研究来说，布雷弗曼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分析而提出新的见

解。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其观点均把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的手段局限为强制（coercion）

的手段。对此，布若威认为，“强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赶工游戏”（比如，工人设法超

额完成配额），因为即使在工人的基本雇佣权利已经得到法律的保障、失业或生存工资不再与工人劳动

的努力程度挂钩的情况下，工人仍然会奋力“赶工”，不仅认同管理者的期许，而且经常寻找新诀窍以达

-- 18



经济学家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21st Century

到管理者的目标。在布若威看来，企业的生产行为是由一种自发的、同意的元素和“强制”共同塑造的结

果。同时，布若威还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划分为专制型和霸权型两种类型。在专制型生产组织

中，强制的成分大于同意，劳动的支出对工人的工资进而生存和企业本身的生存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霸权制型生产组织中，同意的成分大于强制，劳动的支出对工人的工资进而生存只具有微弱影响，

企业自身能够隔绝于市场或控制市场。[23]布若威对“制造同意”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思想史中

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引发了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45]

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无疑为研究劳动强度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46]

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鲍尔斯等提出劳动榨取模型（labor extraction model）或劳动纪律模型

（labor discipline model），[32][4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强度的研究才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鲍

尔斯等人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资本家和工人签订的劳动

合同实际是一个不完全契约，合同无法规定工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多少劳动，资本家也无法

确定工人是否保质保量地履行了合同。为了把所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有效的劳动支

出，使单位工资的劳动支出（e/w）最大化，资本家采用了双管齐下的管理方式，一方面以奖金、加班费、

计件工资和晋升等方式激励工人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督，以“解雇”威胁和惩罚偷

懒的工人。在模型中，鲍尔斯等人把工人的劳动支出（e）设定为名义工资（w）、监督劳动（m）和失业后的

境况（z）的函数，即劳动的努力函数为e=e（w；m；z）。

当然，劳动强度研究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利，也不像部分学者[48]认为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完

全忽视了对劳动强度的研究。虽然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早于索罗的“效率工资理论”[49]，然而，

索罗对劳动强度的研究精度高于布雷弗曼，并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效率工资的理论起点。其效率

工资模型依赖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工人有偷懒的动机；第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努力程度（e）与工

资有关。第一个假设的理论基础可以溯源到阿克洛夫关于劳动力市场中雇主-雇员信息不对称的思想 [50]

和阿尔钦、德姆塞茨关于监督-偷懒的思想，[51]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特别是劳动与

劳动力的差异。[52]第二个假设的理论基础同样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即布若威的生产政

治理论。不过，索罗假设的劳动支出与工资之间的强关联只适用于所谓的“专制型”生产组织，形成对资

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简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索罗的效率工资理论其实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底

色”。在索罗的效率工资模型中，工人的努力程度（e）被设定为实际工资（w）的单调递增函数，即e=e（w）。

而在索罗之后，效率工资模型的发展均是围绕着努力函数的设定展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克洛夫、耶

伦的公平工资模型（1988）[53]和夏皮罗、斯蒂格利茨的怠工模型（1984）。[54]不同于索罗模型把工人的努

力程度看作是绝对工资的函数，阿克洛夫和耶伦引入了社会习俗的思想，认为工人的努力程度主要取

决于相对工资水平，参照系是社会习俗形成的公平工资（w*），劳动的努力函数为e=min（w/w*,1）。夏皮

罗和斯蒂格利茨的建模思路则与鲍尔斯的劳动榨取模型是一致的，出发点都是“工人劳动的努力程

度往往不能被完全观察到，因而需要监督防止工人偷懒”的思想。但与劳动榨取模型设定了具体的劳

动努力函数不同，怠工模型中的劳动努力程度（e）被设定为一个常量，即e={0；正数}。①也就是说，在

怠工模型中，e是一个外生变量。为了完善效率工资理论并使其更具解释力，经济学家试图构建更丰

富的劳动努力函数。在罗默给出的一般性效率工资模型中[55]，工人的努力程度（e）被设定为工人所在

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w）、其他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w*）和失业率（u）的函数，即e=e（w,w*,u）。在萨默

斯的效率工资模型中，[56]努力函数的设定即是e=e（w,w*,u）的一个特例，与之类似的还有刘文军构建的

效率工资模型。[57]

①在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的怠工模型中，把e替换为连续的常量，结果仍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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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关于劳动强度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并不丰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没有得到充

分发展。推进劳动强度研究的关键是设定符合理论及现实的劳动努力函数。现有的劳动强度函数主要

围绕工人的工资水平（包括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雇主的监督、宏观经济形势（如失业率和社会保障水

平）等展开。诚然，影响劳动强度的因素难以穷尽，因此只需抓住几个关键的本质性因素。就劳动强度函

数来说，当前研究的一个明显局限在于忽视了对模型解释力至关重要的工人特征，[55]而工人的人口学

特征在相关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动强度会使工人的精神更紧张,体力消耗

更大。[37]因此，“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么必定会出

现这样一个时刻，即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

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27]471——马克思明确强调劳动强度会受到工人的身

体状况和生理限度的制约。布雷弗曼则进一步补充了这个观点，“工人对于强加于他们的退化了的工作

形式的敌对情绪，仍是一股地下暗流。只要雇佣条件容许或资本家追求的更大劳动强度超过工人的身

心能力限度，它就会冲到地面上来”。[22]136但是，反观关于劳动过程的现有研究，其劳动强度或努力函数

均把工人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和生理特征产生的影响排除在外。事实上，理论界和媒体对“超时劳动”的

控诉，不仅在于低工资（不含加班费），更在于高劳动强度对工人身心的摧残、甚至由之造成的未老先

衰。制造业企业偏好招募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也从侧面说明工人的身体状况是一个关键变量，而工人的

年龄能够适宜地捕捉到这些信息。如果说工资能够激励工人主动把劳动潜能转化为有效劳动，那么，工

人的身体状况为这个转化施加了一个客观性的约束。可以看出，除了工资（w）以外，工人的年龄（age）也

必须纳入劳动强度函数，尤其在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

四、小结与展望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局。实践“健康中国战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客观上要求我国在新时代探索与适度劳动强度

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这进而要求对劳动强度理论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研究。

本文系统地整合了马克思的经典劳动强度理论，并通过对马克思之后的劳动强度理论的批判性分

析，提出了回归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建模思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劳动供给理论由于其固有的理

论缺陷而不能深入地揭示过度劳动的形成机理，更谈不上给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

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具有进步性，但同样没有区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马克思的

劳动过程理论蕴涵着深刻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榨取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强度演变

趋势的分析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

直处于“低增长率、低生产率”的长波之中。从劳动时间看，美国1970—1989年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

（Extreme work hours）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比例达15%，是在代表性样本中最高的；1990年以来，这一比

例继续飙升，2000年将近20%。而以高福利国家著称的北欧某些国家，超时劳动（Extreme work hours）

的工人比率也逼近5%，[58]这表明，欧洲经过19世纪“革命的世纪”，已经稳固的工时制度在20世纪和21

世纪开始出现了松动。

劳动时间的历史变迁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规律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机器

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最有力的手段，那么，他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

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

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

动的贪欲。”[27]463相比之下，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作时间的预测则被历史证明是过度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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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凯恩斯看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末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时间仅会有每周15小时，并

且之所以存在这些工作时间，是因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心畅意，那么他就必须得干一点工作。”[59]

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时间演变趋势的理论辩论中，

历史的天平实际指向了马克思，而不是凯恩斯。

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劳动强度理论可以和经济增长分析相结合。在全球经济尚没有从2008年金融

危机冲击中复苏的情况下，2019年底又遭遇了“新冠肺炎”巨大冲击，全球经济商业活力和生产率进步

的黯然失色，重新激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和关注。[60]然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

基础是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而新古典生产函数抽象掉了劳动过程，因而，不能研究内生于劳动过程的

劳动强度。虽然鲍尔斯等构建了劳动榨取模型，但是，该模型通常被用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失业模型，或纳入劳动纪律的总需求模型，而没有把劳动榨取模型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如果综合劳动

榨取模型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就有可能构建纳入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模型。①因此，本文的研究结

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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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Theory of Labor Intens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Gao ling, Zhai Run-zhuo, Tang Yu-yin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century" of the 19th century, overtime labor emerg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swept across many coun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cluding northern Europe, known for its high welfare. The prevalence of over⁃
time labor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urgently requir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e existing labor suppl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annot distinguish between "labor times" and "labor intensity", while Marx's la⁃
bor process theory contains profound ideas of labor intensity and labor extra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Marx's
classic labor intensity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abor intensity theory after Marx, puts forward
a return to Marx's labor intensity theory modeling idea. This paper combines Marx's theory of labor intensity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o construct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labor intensity, and is expected to explor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moderate labor intensity.

Key Words: Labor Intensity; Labor Time; Labor Extraction Model;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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